
明清时期黄河下游决泛区的时空变化及其人地关系规律

吴俊范

　　摘　要：明清黄河下游决泛水沙对颍河沿岸平原地区的环境和地表塑造的影响相对较轻，颍河两岸未形成显

性决口扇地貌，历次黄泛水沙一般未越过颍河向西南漫溢，颍河干流长期作为黄泛水沙的良好容受体及其向西南

蔓延扩张的界隔线。 涡河沿岸地区受到明清黄河独流干道决口水沙向南泛滥及涡河本身被黄水夺溜时决泛水沙

的双重影响，黄河主故道南岸核心决口扇的边缘带与沿涡次级决口扇相互交集，在涡河地区形成叠加型决口扇地

貌，涡河干流长期作为黄泛重灾区与影响轻微地区的分界线。 大型湖泊洼地的积水面通常与黄泛决口扇的前缘互

为进退，鱼台县的土壤分布及农作物结构特征，较好地证明了南四湖洼地长期作为黄泛决口扇的边界，南四湖是明

清时期黄泛水沙向北蔓延扩张的重要蓄洪区和调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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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黄泛区的生态环境史向为学术研究之热

点，学者往往注意对主干道决口地点及决泛频次的

统计，以期掌握黄河下游河道的水文规律①；或者是

对黄河下游苏鲁豫皖接壤平原地区的水系、植被、社
会、民生等自然及人文要素，在长期黄河水患影响下

所发生的生态环境变化进行复原，以凝炼这一特殊

地区的人地关系特征②。 前人研究均无可避免地涉

及对明清黄河下游决泛区时空范围的界定问题，而
厘清这一时期黄河水沙影响的地域空间，将其落实

到具体地点和地理位置上，可以说是对黄泛区地理

环境和社会经济“叠层式”变迁过程开展精细化研

究的前提之一。 苏鲁豫皖接壤的平原带在历史上经

常遭受黄泛冲击，不同时间的黄泛都在平原上留下

水冲地貌和泥沙堆积层，我们今天所见沿黄河故道

两侧的冲积平原地表，实际是历次黄泛泥沙层堆叠

累积的结果。 而明清黄河下游独流夺淮入海期间所

形成的黄泛泥沙层，由于清后期黄河北徙后未再受

到大规模的黄泛影响，其在人类开发下逐渐演化为

今天的耕作土壤层和人居聚落的地基，这使得明清

黄泛区环境空间的界定对于今天该区的农业发展规

划及人居环境优化等现实问题，具有直接的参考意

义。 从学术意义上来说，厘清明清黄河下游决泛水

沙所塑造的地理空间，更助于剥离和分析明代以来

黄河下游平原地区的环境变迁机制和人类活动进

程，并与明代以前的黄泛影响区研究进行更好对接。
对于明清黄泛区的空间范围，目前主要存在两

种理解：一是通过统计决溢地点和次数来表示受黄

泛水灾的区域和程度。 但决溢地点的叠加并不直接

等于黄泛区的范围，决口发生在黄河主干道或主要

的夺溜泛道上，决口后洪水及泥沙所淹没的地区受

水流方向、地形地貌、人工堤防等因素的影响，受水

沙灾害的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以黄河下游河道决

溢地点的总和来表示黄泛区的范围，存在较大局限

性③。 二是从经济、文化、自然环境等特征一致性的

视角，对明清黄泛区范围进行大致认定。 例如，刘会

远主编的《黄河明清故道考察研究》一书， 将今“豫、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９－０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７—２０ 世纪长江三角洲海岸带环境变迁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２０＆ＺＤ２３１）。
作者简介：吴俊范，女，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

１２１



鲁、苏、皖四省相对贫穷落后的地区”作为明清黄泛

区的主体，并认为其落后根源与黄泛影响下的水土

环境退化有关［１］ 。 胡其伟《明清时期黄运交汇下苏

鲁豫皖接壤地带的耕作制度变迁》一文所界定的黄

泛区，是指黄河长期夺淮致使其地理环境发生显著

变化的地区，其主体是“苏、鲁、豫、皖接壤地带，包
括今江苏徐州、连云港，山东济宁、临沂、菏泽，安徽

淮北、亳州、阜阳、宿州，河南商丘、周口、开封、濮阳

等地市”，黄泛影响的后果则表现为“耕作制度甚至

民风民俗恶化” “经济始终薄弱” ［２］ 等。 还有一种

观点是从局部区域研究的需要出发，将沿废黄河故

道两侧的带状决口扇地区默认为黄泛区，例如《江
苏农业地理》一书，将江苏省域内的黄泛区界定为

“沿废黄故道两侧，西起丰、沛，中经宿迁、泗阳，东
到涟水、滨海的大弧形平原”，指出这一地区的地表

组成物质以近古河床沙土为主，向两侧逐渐变细为

淤土、两合土［３］ 等。 总之，目前对明清黄泛区时空

概念的认识仍然失之笼统，并未见从科学指标或显

性地理景观参照等角度对明清黄泛区范围进行较为

具体准确的界定，而这又是黄泛区生态环境史、社会

史等研究所应依据的基本地理框架问题。
本文尝试以明清黄泛决口扇的位置分布及土层

规律为切入点，通过对扇缘带黄泛泥沙沉积层次的

分析，来厘定明清黄泛区若干显性边界的位置及其

环境特征，并将边界位置与较有影响力的地理景观

相对应，以便于相关学术研究的参考和采纳。 由于

行河时间较长，沿明清黄河下游主河道地区及主要

泛道两侧广泛发育有显性的决口扇地貌，而决口扇

群的分布范围基本等同于该时期黄泛水沙漫流及沉

积的核心地带。 一般来说，从扇顶到扇缘地面逐渐

降低，堆积物颗粒由粗变细，堆积高度由厚变薄，根
据这些规律并结合历史文献对黄河水患的记载，可
对决口扇边缘的界限和环境特征进行大致识别。

作为线状的地理边界，需用大量细密的基层地

名来勾勒（如村、镇聚落地名），但古代方志对与河

患影响相关的乡村地名的记载较少，出现较多的是

州县等高级地名，为弥补这一缺失，本研究纳入沿黄

河故道各市县的现代地名志资料，其中详细的乡村

聚落史沿革资料和乡镇土壤资料可为本研究所用。
地名志所载的聚落历史地理沿革资料，一般是通过

实地调查、口述采访、查阅宗族家谱、参考现代器测

数据等渠道综合获得，聚落单位又能具体到最基层

的自然村落，为我们细密化地开展黄泛区环境史的

研究提供了良好资料。

一、颍水沿岸：非显性决口扇与
轻灾区的边界

　 　 １．颍水：明清黄泛区的西南边界

古代颍水是淮河最大支流，源出古颍川郡阳城

县西北之少室山（今河南省登封市境），东南流，合
汝水、沙水、汾水，经西华、商水、周家口、项城、沈丘

等淮北重镇，至正阳关入淮（今安徽省寿县境）。 颍

河水势旺盛，水量丰富，是元明时期中原沟通江淮的

主要漕运航道。 元中后期黄河开始经常南下侵颍，
颍水成为黄河下游行洪分流的主要河道，河身渐受

淤塞，但基于颍水在区域经济发展和交通运输格局

中的重要地位，政府倾注巨力对其河道进行维护和

治理。 以明洪武七年（１３７４ 年）疏浚治理颍水为例，
当时因“河决开封，堤河壅塞，漕运不通，参政安然

亲督工疏导之”；工成之后，知州李子仪又“率民筑

堤，以备其后，河虽间溢，竟不为灾”。［４］从这次高规

格的治河活动，可见黄河夺颍虽带来颍水河道淤高、
易决易泛等问题，但通过及时疏挖泥沙、加固堤防等

治河措施，尚可正常维持其漕运通航及泄洪功能。
黄河夺颍、夺涡事件在元明清时期多有发生，故

此先将涡水与颍水所受黄泛之影响共同讨论。 涡河

为淮河第二大支流，在颍河东北面，流路与颍河平

行，均为西北偏东南流向，但水量及行洪能力比颍河

为弱（今涡河流域面积 １．５９ 万平方公里，行洪能力

２４８０ 立方米 ／秒；颍河流域面积 ３．６７ 万平方公里，行
洪能力 ３０００ 立方米 ／秒）。 治黄淮水利史者对颍、涡
二河的水文史及水患史均十分重视，主要是因二河

位置相近，贯穿整个淮北平原，又都曾为宋代以后黄

河洪水夺溜入淮的重要通道。
韩昭庆全面梳理了元代中期以后黄河夺颍、夺

涡各次事件，统计结果为：元代夺颍 ７ 次，夺涡 ８ 次；
明代夺颍 ５ 次，夺涡 ４ 次；清代夺颍 ５ 次，夺涡 ７
次［５］４９－６７。 从中不难看到，各时代颍、涡承受黄水

夺溜的频次不相上下，但相较于历代黄河下游决溢

夺溜次数之多以及独流汇淮时期决堤泛滥的高频率

来说，其入颍、入涡的次数均不为多④。 前人对黄河

下游河道流路选择的偏好性已有所分析，认为黄河

夺颍、夺涡次数较少的原因，一是早期淮北平原的地

势倾斜度使然，二是黄河水流就下选取最短流路入

海的特性使然⑤。
黄河下游南摆多觅汴水故道为主干，即便明中

期堤防约束下形成的单一河道，也仍然部分行走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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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故道，概因汴水具有较强的行洪能力，且由此入淮

通海的路程较短、坡度最陡⑥。 汴水河床长期接受

黄河泥沙的淤积，自然会有所抬高，但在溯源冲刷作

用下，河床下切度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故汴水

具备长时间担任黄河行洪河槽的条件。 然而在洪流

过大，汴水河床垫高程度较为严重时，黄河洪水则绕

过汴水，向南寻觅分流通道，这时颍、涡二河作为入

淮主要支流，担当起分流黄水的角色，故有观点认

为，颍河、涡河实际上是从汴水泛道岔分出去的流

路［６］ 。 但毕竟黄河泛水经由颍、涡入海流路较长而

曲折，行水动力减弱，而颍水又位于淮北平原地势较

高的西南边缘（淮北平原地貌被明清黄泛泥沙显著

垫高之前，其地势略由西南向东北倾斜，西南部较

高），经颍的泛流自然有着向东北较低处摆动的趋

势，因此颍水实际上成为明清黄河泛道行水的西南

边界。
韩昭庆认为，黄河历次夺颍、夺涡，并未造成颍、

涡主干的改道变迁，主要是造成上游一些二级支流

被黄河泥沙所湮没，以及主干河道的局部泥沙淤

积［５］６９。 而且至今颍、涡二河的行水动力与行洪能

力依然较强，这说明明清时期黄泛泥沙对二河河床

本体的改变是有限的，根本达不到像淤塞填平其东

北面的汴河与睢水河道那样的程度。 究其原因，与
颍、涡河床本身处于沉降断裂线的地理位置（河床

下切度及行水量较好）、淮北平原的地势倾斜、黄泛

夺溜后入海流路较远等因素均有关系。
颍水作为明清黄河下游诸泛道之一及泛滥洪水

行走的西南边界，亦可由现代地质地貌测量数据得

到验证。 查阅 １９８９ 年版《中国黄淮海平原地貌图》
可以发现，周口以下的颍河中下游河道沿线，存在一

条连绵不断的细长形故河道微高地（属古颍河河床

及其河漫滩淤高的遗迹），而河道两侧却没有形成

显性的决口扇地貌；但是在明中期以后大堤约束下

的黄河独流故道两侧，却连绵存在泥沙高厚、相互堆

叠的舌状决口扇群［７］ 。 这一对比性的地貌现象说

明，有堤防约束的单一型黄河主河道，其决口输出泥

沙的数量及扩散距离、力度等，远远大于作为分流泛

道的颍水决泛。 颍水即使在黄河夺溜期间发生决

口，其溢出的泥沙数量及其在两岸的堆积能力都是

有限的，并不足以形成显性的决口扇。 由此也可推

知历次颍水所分流的黄泛水沙比例并不是很大，大
量洪水及泥沙或是通过淮北平原上其他众多的西

北—东南向河流进行分流和排泄。
另一不可忽略的事实是，颍水中下游北岸也是

１９３８ 年花园口决堤后黄泛水流的主要行洪区，这次

长达 ９ 年的泥沙堆积与明清时期的黄泛泥沙相叠

加，也仍未在颍水两岸塑造出显性决口扇，这除了因

为西华—周口—项城—阜阳等沿颍地区距离花园口

决口中心位置较远，水沙流力到此已分散减弱，同时

也证明历史上颍水中下游沿岸地区受黄河泛滥的影

响本身就较小，属于黄泛泥沙堆积薄弱的地带。 由

此也可洞察到，经过明清时期黄河主河道决泛泥沙

的强劲堆积，沿黄决口扇群形成连续的高地，已使淮

北平原的地势发生显著改变，原本较高的颍河北岸

地区反而成为沿黄决口扇群边缘以外的相对低地，
民国花园口决堤后的黄泛水流向该区行水是一种自

然的选择。
２．非显性决口扇特征

由于时间并不太久远，明清时期黄河夺颍的水

沙宣泄对区域地貌及生态带来的影响，必然在颍河

沿岸不同地区的表层土壤状况上有所表现，黄泛水

灾事件也会不同程度地保留在民众记忆深处，为此

我们选取沿颍的今周口市川汇区作为案例区域。 川

汇区位于颍河中游平原，跨颍河两岸，居沙河、颍河、
贾鲁河交汇之处，历史上为黄泛夺颍必经地区，曾经

受到黄泛水沙的较大影响。 该区开发历史悠久，明
初洪武、永乐间，颍河南北两岸已形成集市———永宁

集和周家口，其中周家口后来发展为著名的水陆交

通要冲及区域中心城市［８］１。
通过查阅川汇区 １８２ 个自然村的沿革史及社会

经济情况（截至 ２００４ 年存在的村庄），发现只有极

少数村庄较为清晰地保持着对明清黄泛灾害的记

忆，而这些村庄的水土环境也具有黄泛遗存特征。
此类村庄全部位于颍河北岸的北郊乡境内。 最典型

的两个村庄是李多楼村（又衍生出“后李多楼村”）
及箔箩张村。 两村历史地理沿革情况如下：

　 　 后李多楼村：位于乡政府驻地东北两华里，
市园艺场东侧。 村民原与李多楼同村，因地处

黄河故道，风沙大，１９６２ 年近五十户村民北徙

此地建村，因在李多楼之后，故名。
主产小麦、大豆、瓜果、花生。［８］５１－５２

　 　 箔箩张村：位于乡政府东 ４．７ 公里处，周淮

公路北侧。 张姓村民自称是山西洪洞县大槐树

下人，清初移民至此。 因先辈常受黄河泛滥之

苦，生活无着，无奈在荒滩上以编箔箩为生，并

定居下来，渐成村落，人称箔箩张。
主产小麦、玉米、大豆。［８］６２－６３

颍河南岸的村庄史却与北岸有着显著差异。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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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河南岸的南郊乡及蔬菜乡，有上百个村落，其沿革

史叙述无一显示出与黄泛灾害有关的历史记忆，即
便有一些村庄的初始地貌被表述为水灾影响下的河

堤、河滩、坡地等，但所指也应该是与沙河、颍河本身

演变相关的地貌，与黄河夺溜泛滥的遗存（包括明

清多次黄泛与民国花园口决堤黄泛两个时期的影

响）似乎没什么关系。 此以南郊乡黄滩村及官坡村

的沿革史为例：
　 　 黄滩村：位于乡政府驻地东 ３ 公里，西、北、
东三面为颍河堤环抱，为村委会驻地。 明朝中

期，黄姓在河滩下建村定居，故名。 明末黄姓衰

落，李姓渐为大户，仍沿用原村名。［８］３７

　 　 官坡村：位于乡政府西 ５ 公里处，沙河东

岸，周漯公路北侧。 清朝中后期，沙河沿岸外堤

低矮，汛期河水经常漫溢、决口，坡地附近杂草

丛生，官府常在此放牧骡马，又因地不保收，不

向官府完粮纳税，故名官坡。［８］４４

地名志最注重聚落沿革史的编制，其依据的资

料多源而丰富，除了参考官方统计发布的自然地理

及经济、人口、土地、土壤、作物等数据，还大量纳入

实地调查、群众采访、家谱搜集等途径获得的调研资

料，所以一本好的地名志，就是一部充满精彩细节的

地方性人类活动史，也可说是一部充满基础素材的

地方环境史的底本。 根据上述川汇区受历史黄泛水

灾影响的村庄数量很少，且颍河南岸村庄的水灾基

本与黄泛无关的情况，可初步判断明清时期的黄河

南泛对颍河两岸地区的生态影响是相对较轻的。 这

与前文所揭颍河居于明清黄泛区西南边界的判断得

以相互印证。
但前述引文中言及川汇区北郊乡一带“先辈常

受黄河泛滥之苦”，可知该区地理环境仍然受到历

史黄泛的影响，那么其受黄泛灾害的程度和范围究

竟如何呢？ 清康熙《陈州志》卷首“陈州四县总图”
提供了直接的线索，可借以观察颍水北岸的黄河泛

滥情况［９］四县总图。 图中有一条“故黄河” （无确切

名称）由西北往东南延伸，在周家口东面加入颍水，
其部分河段正处于今周口市川汇区境内。 由此推

测，在颍河北面平原上可能还存在若干黄泛分流的

河道，但史料并不一定显示其确切名称，“故黄河”
实际是对黄泛夺溜故道的一种模糊性表示。 由于黄

泛水沙至此力弱，无堤防约束情况下分流河道也较

多，泥沙堆积对该区地貌的塑造可能主要表现在泛

道的河漫滩范围及近侧，蔓延的距离并不大。 如上

述引文中的“李多楼村”，原处黄河故道，风沙大，但

迁移到新地址（后李多楼村）就拥有了较好的生态。
通观清康熙《陈州志》所载该区历史上发生的

水患事件，多是与自然降水引发的汛期洪水及平原

低洼区的排涝不畅有关，把原因归结到黄河泛滥的

较少。 地方上的水利治理，也多以疏通沟渠引排积

水为主旨。 清康熙《陈州志》“河渠”一节，对明代政

府主导疏浚沟洫事件记载甚详，例如“明万历二十

一年，又大水，二十三年知州杨堪申准筑堤堰、通沟

渠，二十四年复大浚沟渠，建创桥闸” ［９］２０。 关于历

年大肆疏浚河渠的原因，其表述为“陈地污下，河渠

最多，但淤塞既久，每值雨水连绵，田禾淹没，历年受

害” ［９］２１，并不提黄泛泥沙淤积的影响。 可以肯定

的是，筑堤和疏浚作为常态化的平原河道治理措施，
在明代陈州地区一直是奏效的。

综上分析，在堤防不完备的条件下，黄河洪水进

入地势较高的淮西北平原后通常是多支分流，流路

曲折而水动力较弱，故明清黄泛对颍河两岸平原地

区的环境影响相对较轻，受灾主要表现为分流泛道

的河床淤高及河漫滩的拓宽，或轻微向河道两侧的

泥沙漫溢，颍河两岸地区并未形成显性决口扇地貌。
在颍河北岸虽有部分区域直接受到黄泛水灾的冲击

（从一些村庄的黄患记忆可见），但沿颍两岸土壤的

总体状况在文献中被表述为“土质肥沃” ［８］２４、“土
质肥沃” ［８］４６，可见明清黄泛水沙对颍河沿线地表

塑造的影响确实相对轻微。
实际上颍河沿线也是民国花园口决堤后黄泛影

响的重要区域，这除了印证明清黄泛泥沙对沿颍区

域的填淤并不充分，地表高程差仍有利于洪流向下

行水，也说明水量丰富的大江大河具有强大的行洪

行沙容量，因而使得历次黄泛水沙一般不过颍河向

西南漫溢。 从某种程度上说，长期以来颍河沿岸地

区发挥了良好的黄泛滞洪区作用，水量丰富的颍河

干流成为黄泛水沙蔓延扩张的容受体和界隔线。 大

河干流充当明清黄泛区边界的现象，在稍往东南的

淮河中游干流段也有明显体现，我们查阅史料发现，
淮河中游河道也长期担任着黄泛水沙蔓延的界隔

线。 清乾隆八年（１７４３ 年）颍州太守在实地考察中

看到，淮河两岸的水系、土壤、农业植被等景观存在

截然差异：“霍邱一邑，隶淮南，其南乡大半皆营水

田，植秔稻，渠塘堰坝蓄泄以时。 阜、颍、亳、蒙、太五

属，隶淮北，俱系旱地，树艺菽麦等，一望平衍，阡陌

虽具， 沟洫早淤， 无怪泛滥之水入而不能复出

也。” ［１０］这说明淮河中游干流在黄泛区生态版图中

具有重要的界限作用，明清黄泛决口扇的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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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达到淮河中游的南岸。

二、涡水沿岸：叠加型决口扇与
重灾区的边界

　 　 １．涡水沿岸：双重水灾影响

涡水横贯淮北平原中部，在颍水之东北，就黄泛

水流选择最短最陡流路入海的偏向性而言，涡水更

易受到黄水夺溜或成为分流泛道。 韩昭庆在对元明

清时期夺颍、夺涡事件进行比较后指出，黄河自发夺

涡的可能性大于夺颍，但涡河行洪能力较小，其在长

时间承受黄河巨量水沙压力的情况下，自身易于发

生决泛［５］６２。 这就使得涡河沿岸地区受黄泛水灾

的情况更为复杂，不仅受到黄河独流干道决口水沙

向南泛滥的影响（涡河比颍河更接近明清黄河下游

主故道），涡河本身被黄水夺溜时的决口泛滥，亦对

其两岸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较大影响。
查阅古代沿涡州县的地方志（如柘城、亳县、蒙

城），其中多见由黄河干道决口带来的水患事件，对
于涡河本身的决口情况却少见记载⑦。 明清黄河下

游独流夺淮时期，政府治河重点在黄河主干道的行

河路线及堤防建设，涡河作为一条分流泛道，其水文

变化及致灾情况不被官志所重视是可以理解的。 但

换个角度来看，仍可发现少许与涡河自身水文相关

的史料。 例如嘉靖《柘城县志》 “灾祥”条记嘉靖十

七年（１５３８ 年），“河决境内，淹没禾稼，民逃外境”；
嘉靖二十二年七月，“河决境内，风雨大作，堤决，水
浸城内，将县治学舍公馆尽行淹没” ［１１］ 。 前人已指

出明嘉靖年间长期发生黄水分流入涡及主流夺涡事

件［５］６０－６１，因此前引史料可以理解为柘城县境内的

涡河河身在承受黄河洪水袭夺下所发生的决口泛

滥，县志亦是以本地灾情的形式予以记载。
涡河沿岸既接近黄河主干道，其经常为黄河干

流决口所殃及是毋庸置疑的，但在黄水夺涡时，由涡

河自身决口向两岸的直冲式泛滥也对该区生态环境

造成较大影响，因此，沿涡地区是承受双重水灾的区

域。 关于此点，我们还可根据今涡河沿岸聚落的水

灾史记忆作进一步分析。 本文依据《河南省柘城县

地名志》，对今柘城县境内贴近涡河南北两岸的铁

关、安平、李原、皇集、邵园、张桥、陈青集等乡的村庄

沿革史资料进行了统计，发现一些村庄保存着清晰

的关于河水淹村的历史记忆，民众记忆中的水患发

生时间，大部分可追溯至明清时期，甚至远溯到北

宋⑧。 村庄记忆中古代水患的发生源头究系黄河还

是涡河并不明确，多是笼统表述为“水溢村” （如梁

庄乡玉皇庙村）、“水患”（如安平乡后张店村）等，但
对于水灾造成损失的表述都偏向严重性，如“禾稼

淹没”（如皇集乡阎庄村）、“粮食绝收” （如铁关乡

义醒岗村）等，亦有言及村民为避水灾而经常外出

逃难，可见这一带受洪灾影响的程度是较为严重的。
２．显性决口扇特征

沿涡地区所受历史黄泛水灾的生态效应，不仅

反映在两岸聚落的水灾史记忆中，更可通过观察该

区地表的土壤类型和相应的农作物分布特征得出。
这种分析基于黄泛决口扇形成过程中的泥沙沉积规

律。 受黄泛决口影响严重的主干河道两岸地区，普
遍存在由黄流所挟泥沙反复堆积而形成的冲积扇，
扇顶在黄河水道决口的地点，扇缘即是漫流洪水所

到达的边界。 黄泛泥沙随水流急缓和地形高洼变化

而沿程沉积，形成不同类型的沉积物区块，经过人类

活动的加工和农业生产活动的改造，成为今天所见

沿黄冲积扇的表层土壤带。 一般而言，决口扇地区

的表层土壤，由决口地点向扇缘边界依次呈现为沙

土、两合土、淤土、盐碱土等。 沙土一般分布在近河

岸地带，在水流速度较急情况下粗粒沉积而成；淤土

多分布在距河岸较远地带或低洼区，在水流放缓情

况下细粒沉积而成；两合土则是介于沙淤之间状态

的混合类型。 因此可以说，沙、淤、两合这三种土壤

的组合结构，代表了黄泛决口扇的一般性土壤特征，
尽管受原地貌高洼不均之影响，三种土壤组合的内

在结构复杂多样，但并不影响其作为判断黄泛区范

围尤其是黄泛决口扇范围的重要指标⑨。
黄泛决口扇最显著的分布区，是在明清黄河下

游主故道的南北两岸，主要区块有南岸的开封平原、
兰考平原、商丘平原、徐淮平原，北岸的单丰平原

（单县、丰县）、泗淮平原（泗阳、淮阴）⑩。 这些区块

表层泥沙堆积高厚，高程偏高，规模较大，略有坡度，
相互连接成群，形成明清黄河主道频繁决口影响下

最显著的地表土层遗存，本文将其称为核心决口扇

地区。
观察柘城县境内涡河两岸的土壤特征，该区虽

处在明清黄河下游主故道南侧核心决口扇的边缘地

带（黄河主干道决口对此区的影响前文已论），但其

表层土壤却表现出黄泛沉积物带状分布的强规律

性。 在涡河南岸的安平乡，其土质多为沙土和淤土，
铁关乡主要为淤土；在涡河北岸的皇集乡，土质为淤

土及两合土，李原乡亦为淤土和两合土［１２］２６０－２９４，
这种沙土、淤土、两合土组合式土壤发育，以涡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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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为中轴线向两侧呈对称性分布。 这种大区片式的

沙淤土壤，是以大量流水作用下的泥沙沉积为基础，
比较肯定的是由黄泛水流所供给。 由此我们初步认

为，在黄河夺涡情况下，涡河本身发生的决口在其两

岸地区也形成了规律性分布的决口扇地貌，它与黄

河主道决口所形成的核心决口扇边缘带相互叠加。
再举一个村庄的例子：柘城县铁关乡的沙王庄

村，紧靠涡河南岸，在明万历年间即有王氏迁居至此

形成 聚 落， 并 且 因 “ 土 质 多 沙 ” 而 得 名 “ 沙 王

庄” ［１２］３０１，这说明涡河沿岸的沙土带形成较早，并
非只是习惯上认为的 １９３８ 年花园口决口黄泛带来

的物质，花园口这次只是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黄泛夺

涡事件之一，其带来的泥沙只是加积在明清黄泛土

层的基础之上。
为进一步认识涡河沿岸土壤分布的规律性，以

下再对安徽省亳县（１９８６ 年亳县改称亳州市）所辖

各区的土壤及农作物情况进行统计。 涡河为亳县最

大的干河，由东北向西南贯穿全境，一直以来涡河水

文对该县地理环境都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 １９８４
年编成的《安徽省亳县地名录》收录有各乡镇的地

形、土壤及农业资料，本文主要选择亳县境内紧贴涡

河河道的区片（包括南临涡河、北临涡河、东临涡

河、跨涡河等不同位置的乡镇区片）进行统计。 统

计发现，亳县境内涡河两岸的地势和土壤分布显著

表现出河流决口扇的特征。 河床及滨河地势先被决

口泥沙淤积所抬高（刘小庙、十八里、大杨三区片为

典型，地势均由河岸向外侧呈坡度倾斜），后洪水挟

泥沙由河道向远处漫溢，沉积物结构随水流和地形

发生变化。 涡河沿岸各区片普遍具有沙土、淤土、两
合土组合型土壤带，靠近河岸的各乡均有大面积的

沙土堆积，远离河岸的地带分布着淤土和两合土。
总体上，各乡镇基于地处涡河南北岸的差异，以涡河

主道为轴线，其土壤格局表现为“北沙南淤”或“南
沙北淤”。 由于涡河两岸沙土堆积较厚，地表增高，
原有的沟洫系统受到扰乱，因此形成了以旱作为主

的农业风貌，没有适合种植水稻的灌溉水系，农作物

主要是小麦、玉米、大豆、红芋、高粱等，这同黄河主

故道两侧决口扇地区以旱作为主的农作物结构及缺

少有效灌溉系统的特征是一致的。
统计还发现，沿涡两岸的决口扇亦存在较为明

显的边界。 例如在亳县西南隅距离涡河主流较远的

梅城乡，境内并无条带状的沙淤土壤分布规律，沙土

仅是零星散布，中间错杂着其他土壤［１３］ 。 在远离

涡河主干的诸多其他乡镇，沙土、淤土的分布也多呈

随机性，这些区域可判断为涡河决口扇的边缘地带。
综上考察认为，历史上黄河夺涡走涡过程中的

决口泛滥，在涡河沿岸地区也塑造形成了显著的决

口扇地貌，其与黄河主故道南岸的核心决口扇边缘

相叠加，形成一种叠加型决口扇地区。 这样的区域

也代表着明清黄泛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 由此我们

也更容易理解，１９３８ 年花园口决堤后的黄泛水流为

何多沿颍而行，沿涡地区行洪及淤沙的影响反而比

不上颍河沿岸地区。 这是因为沿涡地区在明清时期

就已堆积形成次级的黄泛决口扇，其已淤高的地表

阻碍着 １９３８ 年黄泛水沙越过涡河向东北继续蔓延，
从这一角度来看，涡河又充当了黄河主流北徙之后

偶发性南泛的泛区分界线。 从最上层土壤的形成机

制来看，颍河北岸部分地区的表层土壤偏向为 １９３８
年黄泛留下的泥沙层，涡河两岸则主要是明清黄泛

留下的泥沙层。

三、大型湖泊洼地：黄泛
决口扇的调剂区

　 　 １．大型湖泊洼地的边界作用

历史上黄河下游平原地区广布湖泊洼地，湖泊

水文在长期黄泛影响下发生着剧烈变化，因此湖泊

变迁史也成为反映黄泛区环境演变机制的重要视

角。 对此邹逸麟先生曾作精辟总结：“黄河下游平

原湖沼的变迁，很大程度上决定黄河下游河道的泛、
溢、决、改所带来水沙的再分配。” ［１４］ 承邹先生观

点，笔者通过对黄泛冲积平原拓展与湖泊演变关系

的研究认为：长期黄泛水沙的流泛与倾注，通过不均

质地沉积和抬高湖底，不仅造成湖泊水面的涨缩或

位移，使得洼地积水区频繁变动；而且当迎黄面的湖

底泥沙堆积足够高厚时，积水面则演变为陆地，使得

黄泛决口扇的边缘向前推进。 总体来看，大型湖泊

洼地的积水面与黄泛决口扇的前缘互为进退，在一

定的历史时期内，大湖大洼相当于黄泛决口扇肆意

扩展的临时屏障或者边界。
史料所记被黄泛泥沙淤填而发生变化的中小型

湖泊不胜枚举，我们先借之以观察黄泛泥沙对湖泊

水文的影响方式。 以清代中期睢宁县湖泊群的变化

情况为例。 白马庄湖，在睢宁县治西北八十里，为周

围山间众水所归，原为大湖，但自康熙七年（１６６８
年）花山坝决口后，黄河水从西面灌注而北，湖面

“沙淤其半”，康熙二十一年民众将湖面淤成的土地

二十六顷升科纳税。 睢宁县其他几个主要湖泊，如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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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湖、白马湖、黄山湖，也都是在清代中期其迎黄

面部位发生严重淤积，变成大面积生科纳粮的耕地。
另据史料载，黄山湖的湖面在清中期也发生了显著

位移，因其西半面被沙淤抬高，湖水 “渐逼而东

矣” ［１５］ 。 湖泊水面与成陆及农田化的交替性变化，
明显体现了洼地积水区对黄泛水沙的再分配作用。

大型湖泊在黄泛水沙影响下的水文变化原理与

中小湖泊大致相同。 比如处在明清黄河故道以南、
运河以西的洪泽湖群，其长期被黄水灌注亦是产生

两种后果，或者湖面扩大、移动，或者浅处成陆［１６］ 。
明中期黄河全流夺淮后，加之高家堰的修筑，洪泽湖

群水面明显扩大，富陵湖、白水塘等原先独立的湖

泊，在淮涨时连为一片，“大淮穿其中，采鱼船只百

余，岁委官量船纳料以备” ［１７］１３；清初，由于黄河主

河床淤高，清口排水不畅，黄水频繁地从清口倒灌入

湖，洼地积水区明显向西南两面扩大，成子洼、安河

洼等大型洼地沦为积水区；但至清中期，洪泽湖西

北部迎黄面发生严重淤积，湖区形成北高南低的格

局，乃至挤压入湖的淮河水流向东南分流入江，其主

要原因是从西北面灵、睢、宿、邳而来的黄泛泥沙大

量入湖并沉淤在湖口一带。 又如处在苏北里下河

洼地的射阳湖，在明代中期黄河下游单一型河道形

成后，泛水频繁到达南面的湖水，湖底出现明显的淤

浅和积水面扩大。 明天启《淮安府志》对这一变化

有记：“嘉隆间黄淮交涨，溃高宝堤防，并注于湖，日
见浅淤，因盈溢浸诸州县。” ［１７］７ 由于黄水长期从

西、北两面向湖区灌注，射阳湖北半部湖滩淤高，大
量湖面被开垦为农田，现在射阳湖区的地势仍是自

西向东、自北向南逐渐降低，北面拥有更多的农垦资

源［１８］ ，这与湖区西北部长期正面接受黄泛水沙的

冲击和灌注是分不开的。
尽管在黄水灌注下大型湖泊洼地的水陆边界不

断发生变化，但总体上都发生在一个连绵广阔的洼

地单元内，黄泛泥沙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这

种巨大的低洼地貌，因此本文认为，从大型洼地整体

的角度来讨论某一时期内黄泛冲积扇的边界与水沙

运动规律，同时对大型洼地水面对于洪涝水灾的调

蓄作用进行讨论，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
２．决口扇边缘的湖泊调剂区

大型湖泊长期作为决口扇边界与黄泛水沙的调

剂区，其沿湖地区的水土生态必然有所反映，因此还

需进一步观察沿湖地区土壤分布的规律性。 以下试

以明清黄河下游主故道北岸的南四湖边界及临湖的

山东省鱼台县的土壤情况为例作些分析。

南四湖，是南阳、独山、昭阳、微山四湖的总称，
其地质基础为第四纪以来处于不断沉降之中的连片

洼地及湖盆，后来随着黄河河道摆动及决口扇的不

断推进，湖缘的水陆边界进一步凸显，宋元时期在黄

河洪水及周边山水的灌注下，扩展为绵延连片的湖

泊巨浸［１９］ 。 明清时期黄河水沙灌入南四湖区的事

件很多，对湖泊积水面分布和湖底高程的变化不断

发生着影响，例如明嘉靖二年“黄河决曹单，更决丰

沛，灌昭阳湖，北冲鱼台谷亭，周环数百里间，淼然大

壑” ［２０］ ；嘉靖四十四年“河决新集，塞庞家屯，东趋

华山，出汇飞云桥，分七股而奔冲入昭阳湖，由是沛

之北水逆行，历湖陵、孟阳至谷亭四十里” ［２１］ 。 黄

泛水沙不仅进入湖泊洼地，对其周边陆域及运河的

影响也显然可见。 在现代地形图上，南四湖群的西

南面与黄河故道北岸的单丰决口扇相接，直观地反

映了四湖曾在黄泛冲积扇推进中所起的界限作用。
山东鱼台县地处南阳湖和昭阳湖的西岸，平原

地貌，历史上频受黄河决泛水灾的影响。 清康熙

《鱼台县志》 “灾异”条记载明清鱼台县遭受黄泛水

灾的事件列举如下：“明太祖洪武四年，河决巨野，
流灌县境，害及田畴” “孝宗弘治五年春三月，河决

黄陵冈，淹没及境” “武宗正德二年三年，黄河连决

单县，溢流入境，害民田庐”，明世宗嘉靖八年“河
决，水及境，城几没，议迁，中止”，清顺治二年（１６４５
年）“河决通流、金降等口，至九年莫能治，凡八年

间，县境淹没，人民失业、逃亡者，十室而九，田产荒

芜，蒲苇弥望，萧条极目”“康熙元年八月十七日，河
决牛市屯口，水漫入境” ［２２］ 。 由史料来看，黄河决

口地点都在鱼台周边县份（因黄河行水主道所经，
亦据河道主槽摆动的影响），洪水以漫流的形式到

达鱼台境内，水流速度与泥沙沉积的方式必不能与

洪泛上游地区（决口点附近）相比，故鱼台并不是黄

泛决口扇的核心地带，而是处于单丰决口扇（明中

期之后形成）或郓巨决口扇（明初之前形成）的边缘

位置。 但鱼台东面濒临大湖，巨大的水面对灌入的

泥沙具有沉淀、缓冲和容纳作用，在这样的地理环境

中，鱼台平原的土壤分布有着怎样的特点？
１９９６ 年成书的《鱼台县地名志》，全面收录各乡

镇自然地理、人口史、农业环境等方面的资料，据之

可对鱼台县土壤类型的分布、其形成机制等进行分

析。 先以正处单丰决口扇与大湖之间的“老砦乡”
为例来做一细致观察，原资料中老砦乡的叙述如下：

　 　 老砦乡位于鱼台县境的东南部，东临江苏

省的沛县，南依苏鲁边河与江苏省的丰县毗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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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隔复兴河与谷亭镇相望。 北靠微山县的南

阳湖。
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南部为黄沙土，北为

红淤土。［２３］６９

　 　 以农业为主，主要作物有小麦、水稻、大豆、
玉米、棉花、苹果等。

清咸丰年间（公元 １８５１—１８６１ 年），此地

黄水退后，曾为一片荒野，当时有一古老高台，
从巨野邢海迁来几户人家，在此居住。 后又继

续迁人，为了安全筑一土砦，故取名老砦。［２３］７１

分析可知，老砦乡东、南两面紧邻江苏省沛县和

丰县，明清时期丰、沛两县沿黄段正是黄河频繁决口

的地段，老砦地区受患的洪水应是从南面丰沛方向

而来。 直到清咸丰年间，老砦仍遭受黄泛洪水的淹

没。 在长期黄泛水沙的浸淹下，该乡南部形成黄沙

土，其北部滨湖区地势低洼，在黄泛泥沙的充填下形

成淤土。 该乡地势南高北低，体现了决口扇从中心

向边缘地势降低的特点。 从土质分布上看，老砦乡

具备黄泛决口扇沙、淤两种土壤呈条带状分布的

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老砦乡北部临湖地区有

大面积的淤土区，资料中强调该区以前属于“荒湖

涝洼，十年九灾” ［２３］６９，这使我们看到大型湖泊洼

地接受黄泛泥沙改造而变为冲积平原的长期性，亦
即湖泊洼地对黄泛水沙的调剂作用。 这一地区洼地

连绵广大，即便有大量泥沙源源不断地填充，其抬高

为陆、再变为农田民居的进程，也需要较长时间。 在

这一水陆交互过程完成之前，湖群岸线就充当了黄

泛冲积平原的显性边界。
为进一步观察南四湖对黄泛决口扇的界限作

用，本文也对鱼台全县沙土、淤黏土分布典型的乡镇

作了地理位置及农业生态的统计。 分析发现，沿
湖各乡的土质均是以淤黏土为主，显著具有黄泛泥

沙填充洼地并受水浸后的表层土特征，其农作物结

构则均为水旱兼作，以小麦和水稻为两大基本种类。
晚近填淤形成的临湖陆地，仍保持着低洼形态，易淹

易涝，但具有水稻种植所需的水网型水利条件。 而

不临湖的乡镇土质全部以沙土为主，农业种植基本

为旱作，均不包含水稻，显示出其接近决口扇核心区

的地理位置特征和水利特点。
鱼台县的土壤分布及农作物结构，较好证明了

南四湖洼地长期作为黄泛决口扇边界的作用机制，
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南四湖洼地也是明清时期黄

泛水沙北泛蔓延的重要蓄洪区和调剂区，在特定的

历史时期内，它屏障着黄泛洪水的肆意漫流以及黄

泛决口扇的扩张。

结　 语

本文采用黄泛水沙影响区的土壤遗存、村镇聚

落的黄泛记忆、民众生计方式等多源资料相结合的

分析方法，通过复原这些要素在明清黄河下游决口

扇边缘带的分布规律，对明清时期黄河下游泛滥水

沙影响的地域空间范围和内在差异进行综合研判，
希冀能够为黄泛区生态环境史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

进一步精细化，以及今天黄泛区的农业发展规划及

灌溉水利建设等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地理方面的参

考。 研究过程中以明清黄泛决口扇的位置分布及土

层规律为切入点，充分注意到决口扇边缘带与重要

地理景观的位置关系，将黄泛区的显性边界落实到

了具体地点及大河大湖等地理景观的位置上。 首

先，对明清时期黄泛夺溜的主要河道———颍河及涡

河沿岸地区的决口扇样态、土壤类型分布、聚落史记

忆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对明清黄泛区西南部边界的

环境特征进行判断和总结；其次，基于大型湖泊洼地

对黄泛水沙具有显著的调剂和蓄纳功能这一原理，
对南四湖沿岸地区的水土生态和决口扇边缘带的地

貌特征进行了案例式研究，并进一步对大型湖泊洼

地长期作为黄泛决口扇边界的规律性进行总结。
本文研究结论具体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明清黄泛水沙对颍河沿岸平原地区的环

境和地表塑造的影响相对较轻，受灾后果主要表现

为颍水河道的河床淤高及河漫滩的拓宽和抬升，或
轻微向河道两侧的泥沙漫溢，颍河两岸地区并未形

成显性决口扇地貌。 颍河南岸尤其少见晚近决口扇

地貌的痕迹，大致可证明清历次黄泛水沙一般不越

过颍河向西南漫溢。 总体上颍河沿岸地区长期发挥

着黄泛滞洪区作用，颍河干流较大的容水容沙能力

加上沿岸略高的地势，使其长期作为黄泛水沙的良

好容受体和蔓延扩张的界隔线。 总体可认为颍河河

道是明清黄泛决口扇的西南边界。 大河干流充当明

清黄泛区边界的现象，在稍往东南的淮河中游干流

段也有明显体现。
第二，明清时期涡河沿岸地区不仅受到黄河独

流干道决口水沙向南泛滥的影响，涡河本身被黄水

夺溜时的决口泛滥，亦对其两岸地区的生态环境产

生较大影响。 黄河夺涡走涡造成的灾情更为严重，
在涡河沿岸地区塑造形成了显著的决口扇地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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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沿涡两岸表层土壤表现出黄泛沉积物带状分布的

强规律性可得证明。 黄河主故道南岸核心决口扇的

边缘带与沿涡决口扇相叠加，形成一种叠加型决口

扇地貌。 总体上涡河河道可以说是黄泛重灾区与影

响轻微地区的分界线。
第三，在黄泛水沙的灌注充填之下，大型湖泊洼

地的积水面通常与黄泛决口扇的前缘互为进退，在
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大湖大洼实际充当黄泛决口扇

肆意扩展的屏障或者边界。 鱼台县的土壤分布及农

作物结构特征，较好证明了南四湖洼地长期作为黄

泛决口扇边界的作用机制，同时南四湖也是明清时

期黄泛水沙向北蔓延扩张的重要蓄洪区和调剂区。
希望本文所揭明清时期黄泛区决口扇地貌的分

布规律及相关的地表现象，为黄泛区生态环境史研

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些许参考。 后续我们将进一步关

注黄泛区人地关系长期演变的丰富层次性和规律

性，更好地服务于现实中黄泛区的生态环境恢复建

设和水土资源开发利用的建设。

注释

①通过决口地点及决口时间、频次的统计来探讨黄河下游河道的水

文规律及河势演变规律，一直为学界所重视。 较早的专门研究主要

有庄积坤：《一八五五年前后黄河沁河口至铜瓦厢河段情况初探》，
《人民黄河》１９８２ 年第 １ 期；王守春：《黄河下游 １５６６ 年后和 １８７５ 年

后决溢时空变化研究》，《人民黄河》１９９４ 年第 ８ 期。 近期著作有孙

涛：《明清黄河故道流路变迁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 ②
韩昭庆：《黄淮关系及其演变过程研究———黄河长期夺淮期间淮北

平原湖泊、水系的变迁和背景》，复旦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刘会远：
《黄河明清故道考察研究》，河海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段伟：《历史

政治地理对水患的响应：以明清时期的黄淮平原为中心》，复旦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胡其伟：《明清时期黄运交汇下苏鲁豫皖接壤地带

的耕作制度变迁》，《历史地理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等。 此类研究均

是在明清黄河下游水患频发的背景下，对黄泛平原水系环境、农业环

境、城市聚落环境等的响应情况进行复原和分析。 ③可参见郭涛

《明代黄河下游的河患及前期的分流》一文对黄河决溢地点统计方

法在黄泛区环境史研究中局限性的评述，以河道决溢的次数说明河

患的大小，以决溢的地点表示其危害的区域，这是常用的一种表示方

法。 黄河决溢的结果是受灾，决溢多受灾频繁。 决溢有大小之分，而
且常常此处决溢，彼处也受灾，因此单凭决溢次数与地点来说明受灾

的程度和区域是不全面的。 参见中国水利协会水利史研究会：《黄
河水利史论丛》，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５４—５５ 页。 ④
沈怡对历代黄河决溢地点及次数进行统计，居于明清主故道线上决

口次数偏多的典型地区如下（包括明代以前黄河下游河道短暂南摆

时的决口）：杞县 １０８ 次，开封 ８３ 次，安东 ６２ 次，铜山 ５５ 次，曹县 ３８
次，兰封 ３７ 次，淮阴 ３７ 次，淮安 ３６ 次，泗阳 ３１ 次。 转引自韩昭庆

《黄淮关系及其演变过程研究———黄河长期夺淮期间淮北平原湖

泊、水系的变迁和背景》，第 ３７—３８ 页。 王守春对明中期后黄河独流

入淮时期（１５６６—１８５５ 年）其下游河道主要决口地点及次数进行统

计，发生过两次以上决口的险工地点有 ３６ 个，其中砀山毛城铺发生

决口 ５ 次，封丘荆隆口、徐州花山坝、桃源崔镇、安东邢家口等发生决

口 ４ 次。 参见王守春《黄河下游 １５６６ 年后和 １８７５ 年后决溢时空变

化研究》，《人民黄河》１９９４ 年第 ８ 期，第 ５６ 页。 又据庄积坤统计，从
１５７２ 年至 １８５５ 年不足 ３００ 年间，黄河全下游有决溢记载的共 １６５
年，且一年中有多处决口的情况较为常见。 参见庄积坤《一八五五

年前后黄河沁河口至铜瓦厢河段情况初探》，《人民黄河》１９８２ 年第

１ 期，第 ５６ 页。 虽然各家统计所依据的史料来源及尺度不一，决口

次数统计结果存在偏差，但可以说明黄河下游河道决口地点密布、决
口次数频繁的特点。 ⑤１９５９ 年水利电力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人
民黄河》第二篇“黄河灾害及历代治理情况”，较早地对黄河下游改

道的地势规律进行总结，文章指出，黄河南流主要有泗水、汴水、睢
水、涡水、颍水等五条泛道，但以汴水泛道流经的时间最长，为各条泛

道的主干。 其原因是汴水迎合了黄河入海水流就下总是寻找地面坡

度最陡和距海最近的水道要求。 参见水利电力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

《人民黄河》，水利电力出版社 １９５９ 年版，第 ６１ 页。 ⑥徐海亮从地质

学角度指出黄河下游长期走汴的原理，远古黄河南泛进入淮北平原

的首要位置，在郑州东的开封坳陷区，古郑州东北（含今原阳、封
丘），郑州—兰考断裂和新乡—商丘断裂，与穿越黄河的武陟、老鸦

陈、花园口、原阳东断裂，构成一个坳陷区单元，其孕育了晚更新世的

前汳河（汴河古称）颍河泛道带，从更新世到全新世，这里始终是持

续沉降区，为黄河南下的第一选择。 参见徐海亮、轩辕彦：《史前时

期黄河泛及济淮的地文探索》，《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第 ７ 页。 ⑦例如乾隆《柘城县志》 “河渠”条下记有“金大定二

年七月，黄河决卫州，柘亦被害”，“元至元元年三月，黄河水溢，柘境

被淹”，“元延祐元年夏六月，河决，睢柘被灾”等，从中无从得知黄河

决口的具体地点与涡河行水河道有何关系。 参见乾隆《柘城县志》
卷二《建置志》，乾隆三十八年刻本，第 ７ 页。 ⑧详见《河南省柘城县

地名志》第二编《政区、聚落地名编》相关内容，具有典型水灾记忆的

村落例如：居于涡河南岸的赵庄村、义醒岗村、于庄村、后张店村；居
于涡河北岸的孟庄村、阎楼村、侯楼村、王庄村、董口村、高庄户村、沙
土李村、玉皇庙村等。 参见柘城县地名志编辑室编：《河南省柘城县

地名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４７、５５、６７、７１、２６３、２７５、２７６、
２８６、２９１、３００ 页。 ⑨关于黄泛区的土壤类型特征，此处谨列举相关

著作在论述黄泛区地理环境时的运用实例，以示土壤类型可作为判

断黄泛区范围的重要生态依据。 例如，《江苏农业地理》对徐淮农业

区的定义为位于黄淮海平原的南缘，以黄泛平原为主体，耕作土壤主

体为黄泛平原的黄潮土（包括淤土、两合土、沙土、飞沙土、花碱土）
等。 参见《江苏农业地理》编写组编：《江苏农业地理》，江苏科学技

术出版社 １９７９ 年版，第 ６９ 页。 《开封市土地志·杞县卷》记杞县北

部多系沙平地，由黄河冲积和风积而成，组成物质以粉沙为主。 杞县

南部多泛淤平地，是原始低洼地在黄河泛滥时，泛道外侧黏土和亚黏

土堆积而成。 参见杞县土地房屋管理局编：《开封市土地志·杞县

卷》，中州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５４ 页。 《商丘地区土地志·民权

卷》记全县冲积物面积占总面积的 ９５％以上，因沉积物质受水流的

分选明显，距（黄河）河床越近，质地越砂，越远质地越黏。 由于黄河

决口大小、时间长短、流速快慢不同，同一地段各次沉积厚度、机械组

成各不相同，故垂直结构上，层次分明，厚薄不一，砂黏交错。 参见民

权县土地管理局编：《商丘地区土地志·民权卷》，中州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４３ 页。 ⑩参考 １９８９ 年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工程

地质研究所等编：《中国黄淮海平原地貌图（１∶１００００００）》，内部发行

１９８９ 年版。 尤其应注意图中“１８５５ 年前黄河故道（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Ｐｒｅ
１８５５）”两岸的决口扇分布特征。 统计资料来源：亳县地名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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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安徽省亳县地名录》，内部资料 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１８—３１５ 页。 统计

涉及的主要是沿涡河主干道两岸的乡镇区片，包括汤凌、魏岗、后孙

湾、刘小庙、马场寨、颜家楼、石桥铺、辛集、大寺、李大、沙土、张竹园、
十八里、安溜、十九里、李门楼、大杨、丁固、王大庄、薛菜园、城父等乡

镇。 参见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铅印本（两轩存稿本），１９２８
年版，第 ２ 页。 光绪《睢宁县志》所记关于黄泛水沙灌入洪泽湖的

方向：“乾隆十八年九月，铜山张家马路河决，全溜南注灵虹诸邑，归
洪泽湖，由五坝洩入高宝诸湖，十二月合龙，河归故道。 是年秋，大
水，铜沛厅属张家马路漫口，水由灵睢宿下注，出小河口归洪湖。”参
见光绪《睢宁县志》卷五《河防志》，光绪十二年刻本，第 １５ 页。 统

计所依据资料：《鱼台县地名志》第四章《现行区划和居民地名称》，
第 ５７—３３９ 页。 所涵盖乡镇包括周堂乡、罗屯乡、李阁乡、陈楼乡、鱼
城镇、谷亭镇、王鲁乡、武台乡、张黄乡。 其中罗屯、李阁、陈楼、鱼城

不临湖四乡的土壤类型，原文未明确指出，笔者根据其农作物类型不

含水稻的特征及接临单丰决口扇而远离湖泊的位置，将其判断为

“旱作土壤”。 黄泛区旱作土壤一般偏沙土性质。 参见韩树杰：《鱼
台县地名志》，山东省地图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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